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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变迁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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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１９ 世纪伊始， 随着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 西方人第二次汉语学习高潮兴起。 在晚清一百多年

中， 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历史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进。 西方人的汉语学习经历了从严禁到合法

的转变， 西方人在华的活动范围因中国国门的被迫开放不断扩大， 学习汉语的需求随之不断增加， 汉语教

材的数量越来越多， 类型日益丰富， 编写水平日渐提高。 晚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也呈现出了新特征。
从原始文献入手， 勾画这一历史阶段的汉语学习史， 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也是中

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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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大航海以后， 伴随着葡萄牙、 西班牙等国家的殖民扩张， 耶稣会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 为了

完成宗教使命， 他们采取 “文化适应” 策略， 积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这使得欧洲语言和汉

语相遇并产生相互影响。 以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为主的耶稣会士在汉语学习

过程中， 编写了词典、 语法书、 音韵书等， 引发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第一次高潮。 后来因为

“礼仪之争”， 导致康熙朝禁教政策的推出。 雍正帝更是实施严厉的禁教政策， 大规模驱逐传教

士， 查封教堂， 严禁中国人信教。 乾隆帝、 嘉庆帝也同样严格执行禁教政策， 最后， 从京城到各

地所有的传教活动都遭到全面禁止。 传教士作为这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唯一纽带被切断， 中西文

化交流陷入停滞状态， 西方人汉语学习的第一次高潮也随之结束。
１８ 世纪末欧洲宗教改革后， 发起了大规模的海外传教活动。 １９ 世纪初新教传教士跟随殖民

扩张和海外贸易的洪流踏入中国。 为了宗教传播的需要， 传教士急需跨越语言障碍， 汉语学习成

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西方人的第二次汉语学习高潮也因此拉开了帷幕。 在这次学习高潮中， 学习

群体更加庞大； 汉语学习成绩更为突出； 汉语教材的编写日益成熟， 教材类型愈加丰富。 在晚清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在中外双方势力消长和中外关系的演变中经历了不同的发

展阶段， 呈现出这个时代的特色， 积累下丰富的汉语教学和学习经验， 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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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晚清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的历史演进

１８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 “洪任辉案” 后， 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十月两广总督李侍尧递奏

了一份 “防范外夷规条”， 这一举措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即 “这一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

制止中外之间的接触。 而保障这一核心的法宝之一就是充分利用自然形成的或人为设置的语言障

碍”①。 中国近代早期中外交往中的语言障碍， 在清朝官员看来是一件好事， 有着条规难以达到

的效果。 语言障碍可以管束、 限制夷人自由， 钳制夷人言论， 阻挡夷人提出非分之想， 同时可以

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州的对外贸易制度。 因此清政府要巩固语言障碍， 并采取了多项措施， 其中包

括： 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 阻止中国书籍外流， 既不让外国人买， 也不允许中国人卖给外国

人。 因为中国官员深深了解， “汉语必须从读中国书籍中学习， 特别是从中国的经典中开始入手

学， 这是谁都知道的一点道理。 不仅中国人知道， 那些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知道。 所以， 如果断

了中国书籍特别是经典书籍这条来源， 汉语也就学不成， 起码学不透、 学不好”②。 这种形势一

直持续到 １９ 世纪早期， 种种禁令使得当时西方人的汉语学习陷入困境。 来华的西方人只能偷偷

聘请汉语老师， 马礼逊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初到中国时， 不得不晚上学习汉语， 并将房间里的灯

光遮蔽， 以保护汉语老师。 另一方面， 学习材料严重匮乏， 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对汉语知之甚少，
借用他山之石充当汉语教材是为首选。

首先， 他们会借鉴西方人编纂的现成材料， 如把前人的 《圣经》 章节译本或双语对照本拿

来进行汉语学习。 事实上马礼逊在来中国之前， 就已借助天主教会的中外文对照稿本四福音书等

资料学习汉语了。 以 《圣经》 译本为教材， 对传教士的工作有直接的帮助。 另外， 前人编纂的

双语字典也被用来作为汉语教材。 马礼逊初到中国时， 埃菲斯顿 （ Ｊｏｈｎ Ｆ．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Ｅｓｑ． ）
就赠给他一本价值 ５０ 镑的拉丁文—中文字典手稿， 直到十几年后马礼逊还常常翻阅。 罗伯聃

（Ｔｈｏｍ Ｒｏｂｅｒｔ） 还将西方人熟知的文学作品 《伊索寓言》 译成中文作为学习材料。 其次， 使用相

关中国文献进行汉语学习。 马礼逊来中国后， 在汉语老师或助手的帮助下， 曾使用 《康熙字典》
进行学习； 也有人使用中国蒙学课本 《三字经》、 《百家姓》 和 《千字文》； 米怜对 《圣谕广训》
进行了翻译， 用于汉语学习。 马礼逊等人还提倡多阅读一些汉文经典作品或文学作品以促进汉语

学习， 当时有些中国经典已有西方语言的译本。 德庇时 （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ａｖｉｓ） 翻译了中国小说，
并附有从中国经典和其他书籍中搜集的谚语和道德格言。 另外， 汉字圈内其他国家的语言学习材

料， 也被他们拿来为我所用。 麦都思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把汉语、 朝鲜语和日语三种语言对

照的词汇表 《朝鲜伟国字汇》 添加上英语翻译， 以方便西方人学习。 这些学习材料虽对汉语学习有

所帮助， 但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 要想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还需要自己动手编写教材。
伦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 伦敦会交给他的两大任

务是翻译 《圣经》 和编写一部字典， 这两项任务的完成都以掌握汉语为基础。 马礼逊来华后就

开始边学习汉语边为完成两大任务做准备， 他在自己学习汉语的艰难过程中， 也在考虑如何为后

来者的汉语学习提供帮助和方便， 因此开始了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 起初， 马礼逊翻译了中国蒙

学课本和其他汉文材料作为教学资料。 为了帮助他的英国同胞， 他编纂了一本汉文文法书 《通
用汉言之法》③； 针对日常口语的学习， 他编写了 《汉语对话和散句》④。 更为著名的是 １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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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３ 年间马礼逊三卷本 《字典》① 的出版，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印刷出版的汉英英汉双语字典。
当时， 广州作为商业贸易中心， 可以允许外国人进入。 在广州生活的外国人就有了学习广东方言

的需求， 马礼逊为此于 １８２８ 年编写了 《广东省土话字汇》②。 美国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裨治文

（Ｅｌｉｊａｈ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 于 １８３０ 年抵达广州， 在那里他认识了马礼逊， 并在汉语学习方面得到

了后者很大的帮助。 裨治文同样翻译出版了中国儿童蒙学课本 《三字经》 和 《千字文》 等以方便

汉语学习， 也因居住在广州而编写了广东话汉语教材③。
１８４０ 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 结果是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 《南京条约》 的签订， 致使香港被割让， 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海五处口岸被迫开

放， 并允许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居住、 活动。 《望厦条约》 第十八款还特别规定 “准合众国官民延

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 并帮办文墨事件， 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 中国地方官民

均不得稍有阻挠、 陷害等情； 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不仅使得外

国人扩大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 而且为他们的汉语学习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

和 ５０ 年代这 ２０ 年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第一阶段”④。
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从广东、 澳门等扩大到广州外的其他四个通商口岸地区。 传教士为了在各

地传教工作和生活的便利， 编写了涉及潮州、 广东、 宁波、 福建、 厦门等五个地域的方言教材，
比第一时期隅于广东和澳门地区的方言学习扩大了不少。 这一时期的方言教材包括综合教材、 语

法教材、 阅读教材、 词汇和词典， 主要涉及广东方言、 宁波方言和上海方言。
通商口岸的开放， 贸易往来的需求促成了更多涉及商贸内容汉语教材的编写和发行。 麦都思

的教材晚于马礼逊的口语教材 ２６ 年， 这期间商业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 麦都思根据时代变化增

添了商贸方面的内容， 如增加了商业规则和关税的介绍， 为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商人提供有用的词

语和观点， 还增加了各种商店的名称。 这些变化迎合了学习对象的实际需求， 大大增强了教材的

实用性。 医馆的设立也催生了合信 （Ｈｏｂｓｏｎ Ｂｅｎｊｉａｍｉｎ） 《医学英华字释》⑤ 的出版， 该书还将西

医中的一些词语引入汉语， 在外来词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领事馆在五个通商口岸的设立和官员之间的往来， 促进了官话的学习。 身为外交官的罗伯聃

将中文著作 《正音撮要》 翻译为官话汉语教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他十分注重官话发音， 该书

节选 《红楼梦》 和 《家宝全集》 的内容， 目的是为学习者提供能学到正宗的北京官话的素材。
同为外交人员的威妥玛 （Ｔ． Ｆ． Ｗａｄｅ） 也致力于官话教材的编写， 《寻津录》 和配套教材 《北京

语音》⑥ 就此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 《习汉英合话》⑦ 一书既为美国传教士来中国提供汉语学习

的帮助， 也为已经移民并且即将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的学习英语提供方便， 是一本 “双
向” 教材。 该书在海外印刷， 也出口到中国， 为来华传教士所用。 这种教材的出现开创了汉语

教材编写和发行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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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增开了天津等 １１ 个通商口

岸， 准许外国人在这些地方生活、 自由传教、 经商， 并且允应准各国大臣遇有要事， 不论何时均

可到北京暂住。 《天津条约》 第二十五款还特别重申 “大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

各方语言， 并帮办文墨事件， 不论所请系何等之人， 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
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篇。” “在 《天津条约》 中， 中方作出了外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就一直想得

到的大多数重大让步。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中英条约中措辞谨慎的 ‘向京城派驻外交使节’
的权利， 这一条款被额尔金认为是 ‘通过条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 此外， 所有的条约都赋

予外国人在内河航行以及在中国城镇建造住所的权利， 因此大大开放了中国的内陆地区。 在外国

人看来， 进入北京和开放内陆这两大让步， 是新条约的关键所在， 他们相信这必然会将中国与西

方的关系带入一个新纪元”。① 《中美天津条约》 中另一条对传教士来说最重要的条款是 “基督

教传教士有权利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传播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义”，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地

向基督教传教活动开放的条款。 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的 ３０ 年中， 通商口岸的租界成了中

外共管、 文化混杂的地域： 它们对整个中国有着日益扩大的影响②。
随着外国人， 特别是传教士活动范围的扩大， 方言教材数量增加， 涉及的方言种类也增至十

几种， 不过， 仍以广东话方言教材为最， 另外还有上海方言、 宁波方言、 福州方言、 厦门方言、
汕头方言、 潮州方言等教材。 这一时期也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出现了更多的方言字典。

１８５８ 年， 英国公使馆在北京成立。 随着外交使节进入北京， 西方人对官话的学习需求更为

迫切， 他们的官话学习也逐渐从南京官话转向了北京官话。 “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

北京建立， 不首先学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它比任何语言都更重要。 在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 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 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

话。”③ 再加上英国驻华领事官员的录用和任命制度的逐渐完善， 即自 １８６１ 年起， 各级领事官员

需经考试择优录取， 被录取的考生即转为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 然后需经两年的汉语学习后方可

任命上岗， 这一制度极大地促进了驻华外交官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编写的具有

世界性影响的北京官话教材 《语言自迩集》 即是一本为翻译学生编写的汉语教材。 其他类型的

官话教材还包括： 以话题为纲进行编排的口语教材、 注重结构的语法教材、 为旅行者和商人服务

的官话方言兼顾的教材、 词汇双语对照教材以及旨在同时促进北京官话和英语学习的双向教材。
因为英国军事占领了缅甸， 使得他们的 “边界” 与中国西南边界有了接壤， 在他们的居民

和军人之间创造了对汉语知识的广泛需求。 同时由于几乎所有的汉语著作都在中国出版， 一方面

在英国使用到这些书的时间会大大延迟并具有不确定性， 而且费用也高； 另一方面书籍印刷的形

状和尺寸不方便旅行者和战士携带； 此外， 《语言自迩集》 等汉语教材是为长期住在中国的学生

设计的， 对英国本土的学生而言并不适用。 有鉴于此， 道格拉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 编写了

《华语鉴》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书面语汉语教材。 作为外交官， 工作中和中方的书面

往来是不可缺少的， 书面汉语也是外交人员的必备武器。 威妥玛在口语教材 《语言自迩集》 之

外， 还专为外交官的书面语学习编写了 《文件自迩集》⑤， 该书由 ７５ 篇应用文组成， 不仅是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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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的汉语教材， 也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其配套教材 《文件自迩集答案》① 是对 《文件自迩

集》 汉文文本的翻译和注释。 此外， 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 也结合自己的海

关工作， 编写了书面语教材 《海关文件录》② 和 《文件字句入门》③。 伴随书面语教学的开展，
还出现了针对性很强的工具书 《文件小字典》④， 该字典也是由赫德编写的。

汉字是西方人汉语学习上的一个很大障碍， 随着汉语学习的深入， 汉字专项教材应运而生。
这些汉字教材有的侧重汉字结构分析， 有的旨在帮助学生辨析形近字， 有的侧重汉字书写， 总之

是针对学习者不同需求和学习难点编写的侧重点各异的汉字教材， 这是这一时期汉语教材编写中

出现的一个新特征。 同时工具书也比较多， 其中包括方言字典。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认为谚语对

于学习语言和想了解中国的人都是有用的。 他把自己搜集的谚语编辑成册⑤， 填补了这一领域的

空白。
传统的汉语语法书编写一如从前， 数量却不多， 但这些语法书难脱窠臼， 仍在印欧语法的框

架下进行分析， 不过增添了一些具有汉语特征的描述与分析。
１９ 世纪末期， 帝国主义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 战争的失利使得清政府在经济上和主权上都

受到挫伤， 《马关条约》 的签订还使得外国商人在中国设厂合法化。 “１９０２ 至 １９０３ 年， 英、 美、
日三国先后和清政府签订新的 《通商航行条约》， 为外国资本家对华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提供了

更为有利的条件。 通商口岸由 １８９９ 年的 ４５ 个增至 １９１１ 年的 ８２ 个， 并在其中的 １６ 个城市设立

了 ‘租界’。 各通商口岸的外国商行由 １９０１ 年的 １１０２ 家增至 １９１２ 年的 ２３２８ 家， 垄断了中国的

进出口贸易。”⑥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具有 “得风气之先” 的东南沿海地区， 洋行、 银行、 外

国工厂鳞次栉比， 出现了殖民经济的繁荣。 “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的 ２０ 年代中， 主要通

过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像滚滚洪流， 它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

改组。 在这一时期， 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 外国人在中国国内的活动达

到了高潮”⑦。 另一方面，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 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 条约规

定在北京设立 “使馆区”， 来华外交人员的数量也随之增多。 另外， 新教传教士来华人数也在迅

速增加， “１８９９ 年新教在华传教士仅有 １２９６ 人， 到了 １９０６ 年则增至 ３８８３ 人， １９１９ 年达到 ６６３６
人， ３０ 年中增加 ５ 倍多。 这些传教士驻扎在各省的 ６９３ 个地方， 在 １０３７ 个布道站工作”⑧。 布道

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云南、 蒙古、 黑龙江等边疆地区。 此外， ２０ 世纪初， 新教差会来华数量增长

也很快， 并且在华差会还注重联合布道工作， 使得基督教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进步。
无论是商人、 外交人员还是传教士， 各类外国人在华的各种活动都达到了高潮， 这也间接反

射到他们的汉语学习上： 这一阶段所使用的汉语教材 （包括再版教材） 数量迅猛增长， 达到整

个晚清时期的顶峰。
随着生活、 工作的深入， 官话学习越来越有市场， 这个时期出现了多次再版的官话教材，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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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狄考文 （Ｃ． Ｗ． Ｍａｔｅｅｒ） 的 《官话类编》①。 初版于 １９０７ 年， 由英国外交官禧

在明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ｉｌｌｉｅｒ） 编写的 《华英文义津逮》② 也很受欢迎， 直到 １９４２ 年还有该书的第十版出

版。 另外还有西部官话教材、 北京官话教材等。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 除了外交、 海关等专门领域

工作的西方人以外， 普通大众对书面语的学习也有了需求。 Ｔ． Ｌ． Ｂｕｌｌｏｃｋ 编写的 《汉语书面语渐

进教程》③ 就是这种需求的产物。
官话教材的广泛使用， 并未取代方言教材的位置， 从绝对数量和方言种类而言， 这一时期的

方言教材为四个时期之最， 包括广东方言、 上海方言、 厦门方言、 宁波方言、 温州方言、 客家方

言、 金华方言、 顺德方言、 福州方言等多种方言。 多种官话教材、 多类型教材和更多方言种类教

材的出现也反过来说明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的活跃程度和空前的活动范围。 和上一阶段相比， 方

言教材遍布范围更广， 涉及方言种类更多， 广东方言教材的绝对优势在削弱， 和上海方言教材旗

鼓相当。 方言教材的变化和外国人在华的活动范围密切相关。 随着生活的深入， 方言教材的编写

质量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双语对照的词汇书几乎不见了， 出现了专门的方言语音教材和方言

阅读教材， 教材的精细化发展也体现了汉语学习的深入。 译自中国人编写的 《成语考》④ 教材的

出现， 表明学习者对汉语特色词语的重视， 也说明他们对汉语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同前一阶段一样， 这一时期汉字学习颇受重视。 汉字教材主要有： 《官话萃珍》⑤ 是美国人

富善 （Ｃｈａｕｎｃｅｙ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在个人学习和积累基础之上的成果； 《字部新法》⑥ 以非常简短的篇

幅展示了 ８０ 个字中的部首、 次部 （ｓｕｂ⁃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和余画 （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ｏｋｅｓ）， 之后还设有练

习； 《汉字举例》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则是按照字频安排的汉字表， 这些表格源

于中国打字机轮子上的汉字安排。 汉字表中共有 ４６６２ 个汉字， 其中非常常用的 ７２６ 个； 常用的

１３８６ 个； 不太常用的 ２５５０ 个。
在词典中， 名气较大的当属翟理斯达法 （Ｈ􀆰 Ａ􀆰 Ｇｉｌｅｓ） 的 《汉英词典》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１８９２）。 编写这本字典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提供便利， 因此收集了尽可

能多的地道的汉语表达。 这本字典的附录中还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内容， 这个做法也同样出于

帮助汉语学习的目的。 该字典最大的成绩是修正了威妥玛的拼音系统， 使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

统得以确立。 让人惊喜的是， 科技词语词典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的出现和成语

词典 《英华成语合璧字集》⑦ 以及一本专业领域的词汇教材 《海关语言必须》⑧ 的产生。 另外还

有专门针对学生使用的小型词典 《学生四千字袖珍字典》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 Ｆｏｕｒ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这是汉语教学的进步， 也为学生的汉语学习提供了更大便利。

晚清时期的后 ２０ 年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达到高潮， 教材数量、 类型和编写水平均达到

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繁荣之后并不意味着就是衰落。 晚清之后， 汉语学习和外国人的活动仍然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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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 Ｗ． Ｍａｔｅｅｒ：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ｄｉｏｍｓ， １８９８． 该书初版于 １８９２ 年， 后来多次再版， 目

前笔者看到的还有 １８９８ 年、 １９００ 年、 １９０３ 年、 １９０６ 年、 １９０７ 年、 １９１６ 年、 １９２２ 年再版的版本。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ｉｌｌｉ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ｉ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０７．
Ｔ． Ｌ．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ｍｐｓｏｎ Ｌｏｗ， １９０２．
Ｊ． Ｈ．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Ｌｏｃｋｈａｒｔ： 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８９３．
Ｃｈａｕｎｃｅｙ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６．
作者不详，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 －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０３．
Ｄ．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 Ｒｏｍａｎｉｚｅ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０５．
Ｃ． Ａ． 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 Ａｎｇｌ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Ｕｓｅ， １９０８．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９１４．



跃， 但由于进入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开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这些内容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三、 晚清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的主要特点

汉语学习者亦为教材编写者。 在中西初识阶段， 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也刚起步， 没有现成的汉

语教材， 他们只能自己编纂。 因此， 晚清时期的汉语学习者也同时是汉语教材的编写者， 这样一

来， 在教材编写时， 他们大多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 能结合自身学习中的难点， 编写的教

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在内容的编排上， 传教士所编写的教材有更多宗教内容的融入，
例如， 有不少来自 《圣经》 的例句、 短文， 也有选自中国经典， 但都是与 《圣经》 所倡导的观

念一致的例句或文章。 他们也根据自己在汉语学习中的弱点和难点进行重点讲解， 比如， 汉字和

声调等内容。 当然， 因西方人汉语水平所限， 很多教材都是在中国老师或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
这开创了中外合作编写教材的模式，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

教材类型丰富， 借鉴东西方成果。 １９ 世纪初期， 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环境比较恶劣， 在没

有现成教材借鉴的情况下， 只能自己动手编写。 因对汉语知之甚少， 而且缺乏学习积累和教学经

验， 故所编教材比较简单粗糙。 在语法书中， 他们大多机械套用印欧语法， 采用欧洲语言中的时、
体、 态来分析汉语语法， 对汉语进行八大词类的划分等等， 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 不过， 随着

对汉语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他们对汉语特点的把握也越来越到位， 对汉语声调、 送气音、 成语、 量

词、 语气词、 处置式等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 在教学方法上他们借鉴同时期西方的奥林多夫

（Ｏｌｌｅｎｄöｒｆ） 教学法、 安 （Ａｈｎ） 教学法、 古安 （Ｇｏｕｉｎ） 系列教学法等进行汉语教学。 同时他们也

吸纳中国语言学的成果， 特别是对汉字理论、 音韵学知识的借鉴。 汉字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是一

种全新的文字， 而中国的文字学研究则历史悠久， 借鉴关于汉字的起源、 构造、 书写等等相关的文

字学成果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 他们并不是完全照搬中国的传统说法， 而是从他者的视角， 从汉语

学习和使用的角度进行说明。 双语字典和双语对照词汇书是西方人汉语学习的又一产物， 这一方面

与 １８ 世纪西方人因语言调查和搜集语言样品所编写词汇双语或多语言对照书的传统有关， 另一方

面也和早期汉语教材匮乏相关， 特别是初到方言区的西方人， 不得不搜集和积累一些日常词汇或短

语， 并用母语加以注释说明， 而后编辑成书， 供自己和后人使用。 方言教材涉及的区域广泛， 编写

水平良莠不齐， 外国人居住较多的广东、 上海等地的方言教材数量较多， 水平相对较高。
注重实用性。 晚清时期， 来华的西方人肩负着明确的使命， 或传教或外交或经商， 他们的汉

语学习有着强烈的目的性， 汉语作为他们展开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工具， 必须能够学以致用。 这首

先要求汉语教材的内容符合他们的实际需求。 教材内容一般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 以及

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主题。 其次则是语料真实、 鲜活。 晚清时期的多数教材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

和积累才印刷出版的。 比如， 一些口语教材的作者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 选用的每个例句都

是出自中国人之口， 是活生生的生活用语。 此外， 还有一些注重实用性的策划和设计， 例如：
《华英联珠分类集成》 每一课的篇幅都在一页内， 中英文对应排列， 方便学习者使用。 鲍康宁把

西方人学习难点之一量词汇编成册后印刷。 即便是教材印刷的形状和尺寸也会在编写者的考虑范

围内。 《华语鉴》 一书为了方便旅行者和战士携带， 还改变了书本的常规规格。
注重语言与文化的结合。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马礼逊十分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他

认为， “一个人如果对一个国家的历史、 地理、 政治、 宗教习惯以及当地的风俗和观点不甚了

解， 相应地， 他很难理解那个国家的语言。 同时在应用那个国家的文字和语法时， 就会出现错

误”①。 马礼逊的这一观点直到现在仍然适用， 对于晚清时期的西方人来说尤为必要。 马礼逊在

他编写的教材中， 常编入与语言点相关的文化信息， 课文注释中也包含对中国文化的说明。 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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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树林：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９０ 页。



写的三卷本字典， 被视为一部百科全书， 字典中既有对佛教、 道教等宗教中的思想观念的介绍，
也有对神话传说、 小说、 戏剧等文学内容的解释； 既有对中国礼仪风俗的引介， 又有对中国教育

制度和考试制度的点评； 既有对中国科学知识的设计， 也有对中国名人的描述； 既有对中国特有

事物的介绍， 也有中西文化的对比。 这样做， 一方面， 学生可以更清晰地知晓字义， 另一方面，
从中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为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和在中国的生活、 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背

景。 另外， 他单独发行的 《中国概览》、 裨治文的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ｒｅｓｔｏｍａｔ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 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等为学习者提供了全景式的中国文化图景。 无论是他们编写的文

化教材， 还是字典、 口语教材、 综合教材等等， 都十分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现象， 涉及器物文

化、 制度文化、 礼仪文化、 精神文化等内容， 充分体现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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